
明代“三礼”新说考论

曹景年

提要: 自东汉以来, 《周礼》 《仪礼》 《礼记》 即合称 “三礼”, 成为中国学术史上

的一个重要概念。 但 “三礼” 只是一种文本合称, 作为一门学问的 “三礼之学” 的学

理合法性并不稳固, 这主要是因为 《礼记》 本身是礼经之记, 与 《周礼》 《仪礼》 并称

为经未必合适, 而且 《礼记》 内容庞杂, 很难单独成 “学”。 朱熹、 吴澄在 “ 《仪礼》

为经, 《礼记》 为传” 的思路下, 对 “三礼” 文本进行了系统改编, 但都没有实质性撼

动传统的 “三礼” 说。 至明代, 以李经纶等为代表的学者解构了 《礼记》 文本, 创建

了包含周礼、 仪礼、 曲礼在内的 “三礼” 新说。 这一新说将文本组合意义上的 “三礼”

提升为礼学架构层面的 “三礼”, 周礼、 仪礼、 曲礼分别代表宏观层面的国家设官分

职、 中观层面的重大仪礼活动、 微观层面的日用伦常之礼三个礼学面向, 其所构建的礼

学体系更为科学合理, 对于今天礼学的研究与传承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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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学是中国古代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经中的礼经最初仅指 《仪礼》 而言, 后来 《周

礼》 《礼记》 地位提升, 到东汉时产生了把 《周礼》 《仪礼》 《礼记》 合称 “三礼” 的说法。①

不过, “三礼” 虽然并称, 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各经的地位并不完全相同。 魏晋南北朝时

《仪礼》 中的 《丧服》 及 《礼记》 之学非常兴盛, 唐初编撰 《五经正义》 遂径以 《礼记》 为

五经中的礼经。 唐代科举以九经为考试范围, 考生从中选择若干部经书作为专经, 而专习 《周

礼》 《仪礼》 的甚少, 杨玚在开元十六年 (728) 的奏疏中指出, 《周礼》 《仪礼》 等经因为无

人修习 “殆将废绝”, 因此建议 “请能通 《周》 《仪礼》 《公羊》 《穀梁》 者, 亦量加优奖”②,

可见二经在当时甚为衰落。 宋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制度, 确立了 《易》 《书》 《诗》 《周礼》

《礼记》 为新的五经, 直接将 《仪礼》 剔除出正经范围, 南宋时又增加了 《春秋》, 从而形成

①

②

* 曹景年, 孔子研究院。
学界多以郑玄并注 “三礼” 为 “三礼” 名义之始, 而 《后汉书·马融传》 载融曾注 “三礼”, 《卢植传》 也称植撰有 《三礼
解诂》, 然无论 “三礼” 之称始于何人, 至少说明东汉时已有这一称呼。
《旧唐书》 卷一百八十五下 《良吏传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年, 第 48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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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六经体系①, 但其中仍然没有 《仪礼》。 元代重行科举, 又废除了 《周礼》, 这样五经就变

成了 《易》 《书》 《诗》 《礼记》 《春秋》, 此后至清末, 《周礼》 《仪礼》 始终没能重新回归到

官方经学体系。 但在清代, 受考据学的推动, 《仪礼》 之学又出现空前的繁荣。

“三礼” 之学虽然成立甚早, 但仅代表一种通俗的合称, 其学理合法性并不稳固, 这主要

是因为 《礼记》 最初只是学习 《仪礼》 的辅助资料, 不具有经的地位。 《周礼》 《仪礼》 文本

虽然也有缺陷, 如 《周礼》 缺少冬官, 《仪礼》 仅存十七篇, 且主要是士礼而没有天子之礼,

残缺严重, 但两经内容较为单纯, 可以看作有独立主题的专门著作, 《周礼》 是一种官职体

系, 《仪礼》 是重要礼仪活动的仪节详目。 相比之下, 《礼记》 则非常庞杂, 各篇主题不一,

有些篇章甚至与礼无关, 因此历代都不乏对 《礼记》 进行归类、 改编的著作。 作为一部内容

如此庞杂的集合体, 《礼记》 在何种意义上才能构成一种 “学”, 从而与 《周礼》 《仪礼》 并

立呢? 这是很成问题的。 这一问题从宋代开始显题化, 学者试图通过将 《礼记》 分解为 《仪

礼》 之传的方式进行解决。 到明代, 部分学者则另辟蹊径, 通过对礼学内涵和架构的全面反

思, 解构了 《礼记》 文本, 突出了 《曲礼》 的地位, 从而创建了包含 《周礼》 《仪礼》 《曲

礼》 在内的新 “三礼” 学, 以取代旧的 “三礼” 学。 鉴于这一学说对礼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及

前人尚鲜关注这一问题②, 本文拟对明代 “三礼” 新说的源流脉络及价值意义作一深入探讨。

一、明前学者对“三礼”文本的改编

《礼记》 各篇主要来自孔门后学的文献, 在西汉刘向的 《别录》 中, 它们分属制度、 通

论、 丧服等不同类别。③ 对 《礼记》 文本的改编, 可以追溯到三国时的孙炎和唐代的魏征、 元

行冲。 孙炎撰有 《礼记注》 三十卷④, 今已佚, 唐初魏征在其书基础上改编为 《类礼》 二十

卷⑤, 唐玄宗时令元行冲以之为基础撰写义疏, 但完成后遭到张说的反驳: “今之 《礼记》 是

前汉戴德、 戴圣所编录, 历代传习, 已向千年, 著为经教, 不可刊削。 至魏孙炎始改旧本, 以

类相比, 有同抄书, 先儒所非, 竟不行用。 贞观中, 魏征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 兼为之注, 先

朝虽厚加赏锡, 其书竟亦不行。 今行冲等解征所注, 勒成一家, 然与先儒第乖, 章句隔绝, 若

欲行用, 窃恐未可。”⑥ 玄宗从其议, 后来此书藏于秘府, 没有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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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程苏东 《从六艺到十三经: 以经目演变为中心》,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第 551—562 页。
张学智 《明代三礼学概述》 ( 《中国哲学史》 2007 年第 1 期)、 杨艳秋 《明代三礼学论略》 ( 《山西大学学报》 2014 年第 5
期), 以及丁鼎 《三礼学通史》 (人民出版社, 2023 年) 大体都是按 《周礼》 《仪礼》 《礼记》 三分法分别论述, 未涉及 “三
礼” 新说。 郑文馨 《 〈礼记·礼器〉 “经礼三百, 曲礼三千” 注释异说及其影响探究》 ( 《台大中文学报》 第 33 期, 2010 年
12 月) 提到明人湛若水、 柯尚迁对 “曲礼” 提出的新解释, 张攀利 《论明后期学者对郑玄、 朱熹 “三礼” 观的 “绍承” 与
“重构” 》 ( 《朱子学研究》 第 41 辑, 2023 年 12 月) 讨论了郑玄、 朱熹的 “三礼” 观在明代的反响与回应, 仅在重构部分简
要介绍了湛若水、 李经纶两位学者 “曲礼为本” 的观点, 两文也都没有意识到 “三礼” 新说的成立问题。
参 《礼记注疏》 于各篇题下所引郑玄 《三礼目录》, 如 “曲礼上第一” 下引郑 《目录》 云 “此于 《别录》 属制度”, 《十三
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年, 第 1229 页。
《隋书》 卷三十二 《经籍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年, 第 922 页。
《旧唐书》 卷七十一 《魏征传》, 第 2559 页。
《旧唐书》 卷一百二 《元行冲传》, 第 3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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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虽然尊崇 《礼记》, 但学者对其颇多不满, 认为其内容过于庞杂, 需要作一番整理。

程子云: “ 《礼记》 杂出于汉儒, 然其间传圣门绪余, 其格言甚多, 如 《乐记》 《学记》 《大

学》 之类无可议者, 《檀弓》 《表记》 《坊记》 之类亦甚有至理, 惟知言者择之。 如 《王制》

《礼运》 《礼器》, 其书亦多传古意, 若 《闲居》 《燕居》 三无五起之说文字可疑。”① 南宋初项

安世也说: “ 《礼记》 诸篇有相抵牾者, 盖诸家之书各记其师说, 如本朝诸臣之家丧祭之礼各

成一书, 亦不能以相似也, 世之好礼者总而集之, 以资考订可也, 必欲曲为之说, 使贯为一

家, 则妄之甚者也。”② 但他们都没有将 《礼记》 的改编付诸实践。

首次以建构礼学体系的视角系统整理 《礼记》 的是朱子。 朱子认为 《周礼》 《仪礼》 是完

书, 而 《礼记》 则是 《仪礼》 的附属, 是为解释 《仪礼》 而存在的, 其内容非常驳杂, 有待整

理。 朱子说: “ 《周礼》 自是一书。 惟 《礼记》 尚有说话。 《仪礼》, 礼之根本, 而 《礼记》 乃其

枝叶。 《礼记》 乃秦汉上下诸儒解释 《仪礼》 之书, 又有他说附益于其间。 今欲定作一书, 先以

《仪礼》 篇目置于前, 而附 《礼记》 于后。”③ 朱子修礼的基本思路是以 《仪礼》 为经, 《礼记》

为传, 把 《礼记》 的相关内容增附到 《仪礼》 之下, 其余资料也进行分类重编。 朱子 《乞修三

礼札子》 云: “以 《仪礼》 为经, 而取 《礼记》 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 皆以附于本经之

下, 具列注疏诸儒之说。”④ 朱子晚年率弟子编纂的 《仪礼经传通解》, 分为家礼、 乡礼、 学礼、

邦国礼、 王朝礼、 丧礼、 祭礼七类, 每类以 《仪礼》 原文为主, 而以 《礼记》 等其他资料作补

充, 并严格区分经传。 例如家礼共六篇, 第一篇士冠礼、 第二篇士昏礼, 皆 《仪礼》 原文, 分别

附以 《礼记》 的 《冠义》 《昏义》。 第三篇 《内则》 来自 《礼记》, 朱子认为是古经, 并杂钞其

他资料作为传记。 第四篇 《内治》、 第五篇 《五宗》, 则是朱子参考多种资料重新编纂而成, 第

六篇 《亲属记》 则取自 《尔雅·释亲》。 总而言之, 《仪礼经传通解》 是 “三礼” 文献的第一次

大规模整理, 体现了朱子独特的礼学思想, 可惜由于工程量浩大而没有最终完工。

元代大儒吴澄 (1249—1333) 痛惜朱子对礼书的整理没有完工, 决心继承朱子遗志, 对礼

经重新整理, 他说: “愚不肖犹幸得以私淑于其书, 实受罔极之恩, 善继者卒其未卒之志, 善

述者成其未成之事, 抑亦职分之所当然也, 是以忘其僭妄, 辄因朱子所分礼章, 重加伦纪。”⑤

吴澄对礼经的整理非常系统化, 其 《三礼叙录》 云:

其经后之记, 依经章次秩叙其文, 不敢割裂, 一仍其旧, 附于篇终。 其十七篇次第并如

郑氏本, 更不间以他篇, 庶十七篇正经不至杂糅。 二戴之记中, 有经篇者离之为逸经。 礼各

有义, 则经之传也, 以戴氏所存兼刘氏所补合之而为传。 正经居首, 逸经次之, 传终焉, 皆

别为卷, 而不相紊, 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 朱子所辑及黄氏丧礼、 杨氏祭礼亦参伍以去其

重复, 名曰朱氏记, 而与二戴为三。 凡周公之典其未坠于地者, 盖略包举而无遗。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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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宋卫湜 《礼记集说》 卷首 《统说》 引河南程氏语,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7册,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年, 第 6页。
见宋卫湜 《礼记集说》 卷首 《统说》 引江陵项氏语,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7 册, 第 8 页。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 卷八十四, 《朱子全书》 (修订本) 第 17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年, 第2888页。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卷十四 《乞修三礼札子》, 《朱子全书》 第 20 册, 第 687—688 页。
吴澄 《吴文正集》 卷一 《三礼叙录》,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97 册, 第 8 页。
吴澄 《吴文正集》 卷一 《三礼叙录》,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97 册, 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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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知, 吴澄为了进一步凸显礼经的权威, 放弃了朱子 “以传附经” 的思路, 而分为四个

部分, 即正经、 逸经、 传、 记, 四部分各自独立、 不相混杂, 从而保证了 《仪礼》 十七篇经

文的完整性。 逸经是正经遗逸的篇章, 是对正经的补充, 共八篇, 主要辑自二戴记。 传是对经

文的注解和诠释, 吴澄搜集了十篇, 主要也是来自二戴记, 另有二篇用的是宋刘敞所补。 第四

部分是记, 主要是关于礼的综合性论述, 吴澄将其分为三部分, 前两部分是二戴记的剩余内

容, 第三部分是朱子及其弟子整理的礼学资料, 吴澄将其汇总在一起统称为朱氏记。① 关于

《周礼》, 吴澄的处理比较简单, “ 《冬官》 虽阙, 今仍存其目, 而 《考工记》 别为一卷, 附之

经后”②。 为便于理解, 现将吴澄的礼经整理架构表列如下:

表一　吴澄礼经整理架构表

总类 分类 内容

周礼 五官为主体, 《冬官》 存目, 《考工记》 别为一卷附经后

仪礼

正经 《仪礼》 十七篇

逸经 《投壶》 《奔丧》 等八篇, 主要来自二戴记

传 《冠义》 《昏义》 等十篇, 八篇来自二戴记, 两篇用刘敞补

记 分大小戴、 朱氏记三部分

吴澄对 “三礼” 文献的整理系统周密, 影响也很大, 《四库提要》 引虞集的评语云: “始

终先后最为精密, 先王之遗制、 圣贤之格言, 其仅存可考者, 既表而存之、 各有所附, 而其纠

纷固泥于专门名家之手者, 一旦各有条理, 无复余蕴。”③

综上可知, 朱子、 吴澄大体都遵循 《礼记》 为 《仪礼》 之传的思路对 “三礼” 文献进行

了改编。 明代循此思路而进行整理的又有多家, 如杨守陈 《三礼私抄》、 贡汝成 《三礼纂注》

等, 但已无太多新意, 而以 “曲礼” 为独立门类的另一种整理思路正悄然产生。

二、《曲礼》独立性的确立

《曲礼》 是 《礼记》 的一篇, 《礼记·礼器》 也有 “经礼三百, 曲礼三千” 的说法, 但对

于其中经礼、 曲礼的含义, 前人说法各有不同, 以郑玄、 朱熹的观点较有代表性。 郑玄认为经

礼指 《周礼》, 曲礼指 《仪礼》: “经礼, 谓 《周礼》 也, 《周礼》 六篇, 其官有三百六十; 曲

犹事也, 事礼, 谓今礼也, 礼篇多亡, 本数未闻, 其中事仪三千。”④ 朱子则另立新说,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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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吴澄整理礼经的文本, 今存 《仪礼逸经传》 和 《礼记纂言》 两部, 前者即上述二、 三部分的逸经和传, 后者是对 《礼记》 剩
余部分的重纂整理。
吴澄 《吴文正集》 卷一 《三礼叙录》,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97 册, 第 10 页。
《四库全书总目》 卷二十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第 169 页。
《礼记注疏》 卷二十三, 《十三经注疏》, 第 14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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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礼指 《仪礼》, 曲礼指 《仪礼》 中的细节: “又尝考之, 经礼固近之 《仪礼》, 其存者十七

篇, 而其逸见于它书者, 犹有 《投壶》 《奔丧》 ……则其初固当有三百余篇亡疑矣。 所谓曲

礼, 则皆礼之微文小节, 如今 《曲礼》 《少仪》 《内则》 《玉藻》 《弟子职》 篇所记事亲事长、

起居饮食、 容貌辞气之法, 制器备物、 宗庙宫室、 衣冠车骑等凡所以行乎经礼之中者, 其篇之

全数虽不可知, 然条而析之, 亦应不下三千有余矣。”① 郑玄将曲礼作为 《仪礼》 的代称, 朱

熹则将曲礼纳入 《仪礼》 的框架中, 二人都没有突出曲礼的独立性。 明初, 曲礼的独立性逐

渐彰显, 最早在这方面实现突破的是 《三礼考注》 一书, 而明中期的湛若水和方献夫则在其

基础上创立了 “二礼” 说。 曲礼的独立为 “三礼” 新说的成立开辟了道路。

（一）《三礼考注》与《曲礼》的独立

《三礼考注》 托名吴澄所纂, 但考其内容, 与吴澄 《三礼叙录》 《礼记纂言》 《仪礼逸经

传》 等差别甚大, 据学者考证, 此书当是明初晏璧于永乐中在吴澄礼学论著的基础上改窜而

成②。 不过, 此书虽是伪托, 但在礼学上的贡献不容忽视, 其最大的创新就是首次将 《曲礼》

作为礼经独立的一部分, 而与 《周礼》 《仪礼》 并列。 《三礼考注》 将 “三礼” 文献分为五

类③, 即 《周礼》 六篇附 《考工记》、 《仪礼正经》 十七篇、 《仪礼逸经》 六篇、 《仪礼传》 十

五篇、 《曲礼》 八篇, 前四类大体承袭了吴澄的分法, 但将 《曲礼》 单独作为一类则是与吴澄

的最大区别, 这一点也是后人辨伪此书并非吴澄所著的重要论据。 此书所整理的 《曲礼》 八

篇, 包括 《盛德》 《入官》 《立孝》 《内则》 《少仪》 《表记》 《学记》 《乐记》, 虽然篇名多取

自二戴记, 但内容与原篇并不相同, 而是按照篇题杂抄相关资料而成, 如 《盛德》 篇分为三

卷, 其内容就包含了 《大戴礼》 的 《盛德》 《保傅》 《武王践阼》 等篇的内容。 前六篇的主题

分别是言人君之礼、 人臣事君之礼、 人子事亲之礼、 女子之事父母妇人之事舅姑之礼、 少事长

之礼、 揖让进退之礼, 后二篇主题明确, 大体依据原文。 由这些内容可见, 作者对 《曲礼》

的定位是处理各种伦理关系的日常行为之礼。

表二　《三礼考注》文本架构表

类别 内容

周礼 分 《大司徒》 之半以补 《冬官》, 并附 《考工记》

仪礼正经 《仪礼》 十七篇

仪礼逸经 《公符》 等六篇

仪礼传 《冠义》 等十五篇

曲礼 《盛德》 等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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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仪礼经传通解·目录》, 《朱子全书》 第 2 册, 第 28 页。
相关考证可参刘千惠 《吴澄 〈三礼考注〉 之真伪考辨》, 《中国学术年刊》 第 34 期, 2012 年 9 月; 郭卫星 《明初元儒吴澄
〈三礼考注〉 著述权的争议及其文化意涵》, 《历史教学》 2023 年第 6 期。
《三礼考注》 有明成化刻本, 影印收入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3—104册,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年, 下文所述即参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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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三礼考注》 虽然将 《曲礼》 作为独立的一部分, 但编者是否已有将 《周礼》

《仪礼》 《曲礼》 作为新 “三礼” 的思想, 则难以断定。 由于该书是改窜自吴澄的礼学著

作, 其卷首也抄录了吴澄的 《三礼叙录》, 又另集一篇 《纲领》, 也分 《周礼》 《仪礼》 《礼

记》 三部分, 内容多抄自朱子语录, 可见其书名 “三礼考注” 之 “三礼”, 似仍指传统的三

礼。 在编者眼中, 《曲礼》 部分大概属于礼学文献的附录, 故附在 《仪礼传》 之后。 但它在

客观上首次将 《曲礼》 独立出来, 并纂集了多达八篇的资料充实这一门类, 对新 “三礼”

学具有首创之功。 由于 《三礼考注》 在明代一直被认为是吴澄晚年的定论之作, 因此产生

广泛的影响, 至迟到嘉靖初期, 以 《周礼》 《仪礼》 《曲礼》 为 “三礼” 的说法就已经产

生, 如方献夫就持此说 (详下), 而湛若水弟子向他提问时也说: “ 《曲礼》 《仪礼》 《周礼》

并为三礼, 先儒传之久矣。”① 其所谓先儒, 所指应是 《三礼考注》 所托名的吴澄。 不过,

这一说法虽然有所流行, 但并没有直接导致 “三礼” 新说体系的正式诞生, 反而出现一个

小插曲, 即产生了排斥 《周礼》, 而以 《仪礼》 《曲礼》 为二礼的说法, 代表人物是湛若水

和方献夫。

（二）湛若水与方献夫的二礼说

湛若水 (1466—1560) 是明中期与王阳明齐名的心学大儒, 其整理阐释礼经的著作是

《二礼经传测》 六十八卷, 此书初撰于正德十二年丁丑 ( 1517), 完成于嘉靖四年乙酉

(1525), 历时九年。② 湛若水认为礼只有二种, 一是仪礼, 二是曲礼, 正对应 《礼器》 中的

“经礼三百, 曲礼三千”。 曲礼主要是威仪, 即日常细小的礼节, 其核心是 “君臣、 父子、 夫

妇、 长幼、 朋友五伦相接之体也”③, 也就是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所必须具备的礼节。 而仪

礼则是经礼, 指的是较为严肃庄重的大型礼仪活动, 如冠婚丧祭朝聘乡射等。 二者一细一大,

相辅相成, 故他说: “夫曲礼, 所以备威仪之细; 仪礼, 所以具礼仪之大, 二礼无余蕴矣。”④

关于二礼关系, 湛若水认为曲礼产生在先, 仪礼产生在后, 仪礼是对曲礼的进一步深化, 故

云: “古有五伦相接, 敬而已矣, 后世人文渐开, 始有冠婚丧祭朝觐聘享乡射之礼生焉, 以广

敬, 圣人因而制之, 仪礼是也。”⑤

以 “二礼” 思想为基础, 湛若水批评了传统的 “三礼” 说, 他明确反对将 《周礼》 作为

“三礼” 之一: “吴草庐作 《三礼考注》, 吾惑焉耳。 礼有二, 故孔子曰经礼三百, 曲礼三千,

其 《周礼》 不过从 《曲礼》 中发挥出治天下法来, 其纲见于 《曲礼》 六官矣。”⑥ 湛若水认为

《周礼》 不能单独作为一礼, 而只是从 《曲礼》 中引申出来的治天下之法, 《曲礼》 的六官正

是其纲领。 所谓 《曲礼》 六官, 见 《曲礼下》: “天子建天官, 先六大: 曰大宰、 大宗、 大史、

大祝、 大士、 大卜, 典司六典。 天子之五官: 曰司徒、 司马、 司空、 司士、 司寇, 典司五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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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 《甘泉先生续编大全》 卷三十一 《心性书或问》, 台北 “国图” 藏明嘉靖三十四年刊万历二十一年修补本, 第 44b 叶。
湛若水 《二礼经传测》 卷首自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4 册, 第 249 页。
湛若水 《二礼经传测》 卷首 《二礼经传编纂议》,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4 册, 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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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 《二礼经传测》 卷首 《二礼经传编纂议》,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4 册, 第 250 页。
湛若水 《湛甘泉先生文集》 卷四 《知新后语》,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 56 册, 第 5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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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天官及司徒、 司马、 司空、 司士、 司寇五官, 共六官, 湛若水认为是 《周礼》 六

官的纲要, 而 《周礼》 只是其细目而已。 对于 《礼记》, 湛若水认为内容驳杂不纯, 故只能将

其当作传, 而不能当作经: “以记为经, 则杂焉不可也, 以之为传, 则或杂焉可也。 彼 《春

秋》 三传诬妄者多矣, 然而以为传焉无伤也。”① 《礼记》 不能作为 “三礼” 之一, 而只能是

《仪礼》 之传, 如同 《易经》 与 《易传》, 《春秋》 与 “三传” 的关系。

在二礼架构下, 湛若水对礼经进行了重新整理, 他将礼经分为 《曲礼》 和 《仪礼》 两部

分, 每个部分又各有传。 关于 《曲礼》, 湛若水认为应该有上中下三篇, 今本只有上下二篇,

中篇应该是 《礼记》 中的 《少仪》, 他说: “少者小也, 仪之小者也, 子思所谓威仪也; 少也

者, 曲也, 小也, 孔子所谓曲礼也。”② 认为 《少仪》 就是很小的威仪, 正是 《曲礼》 的篇目

之一。 与 《曲礼》 相比, 《仪礼》 的情况就复杂得多。 湛若水认为 《仪礼》 是经, 《礼记》 是

传, 但无论是 《仪礼》 还是 《礼记》 都亡缺严重, 或有传而无经, 或有经而无传, 针对这些

情况, 湛若水作了四个层次的区分。 一是 《仪礼》 正经十七篇。 二是 《仪礼》 正传, 即直接

解说经文, 并可与经文一一对应的内容, “正解经义而可附也”, 包括 《礼记》 中的 《昏义》

《冠义》 等十六篇。 三是二礼杂传通传, 这类资料不是正解经文, 而是泛论二礼的内涵、 意义

等, “通焉而不可分系”, 主要包括二戴记中的相关篇目。 四是 《仪礼》 逸经传, 即 《投壶》

《奔丧》 等 《礼记》 中与礼直接相关的篇目, 前人多将其作为 《仪礼》 的逸经, 但由于湛若水

严格认为 《礼记》 只能是传, 所以只把它们当作逸经之传, 故云: “ 《仪礼》 经亡多矣, 此其

传也, 传不可以为经, 故存传以见经。”③ 湛若水认为后二个层次的杂传通传、 逸经传, 相当

于 《易传》 的 《系辞》 《说卦》 《序卦》 《杂卦》 等篇。 为清楚起见, 现将湛若水对 “二礼”

文献的整理表列如下:

表三　湛若水《二礼经传测》文本架构表

正经 《曲礼》三篇（增《少仪》） 《仪礼》十七篇

正传 《冠义》 《昏义》 等十六篇

杂传 《王制》 《玉藻》 等八篇 《檀弓》 《礼运》 等六篇

通传 《哀公问》 《儒行》 等七篇

逸经传 《奔丧》 《投壶》 等九篇

湛若水的二礼思想, 显然受到 《三礼考注》 将 《曲礼》 独立出来这一做法的影响, 只是

他又标新立异, 反对 《周礼》 与 《仪礼》 《曲礼》 并称 “三礼”。 但由于 “二礼” 说进一步强

化了 《曲礼》 的独立性, 所以对 “三礼” 新说的形成仍有正面推动作用。 《二礼经传测》 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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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 《二礼经传测》 卷首 《二礼经传编纂议》,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4 册, 第 250 页。
湛若水 《二礼经传测》 卷首 《二礼经传编纂议》,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4 册, 第 251 页。
湛若水 《二礼经传测》 卷首 《二礼经传编纂议》,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4 册, 第 2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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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十五年上奏朝廷①, 所谓 “上于朝廷, 行于天下”②, 产生很大影响, 在明代即有很高评价,

唐伯元 (1540—1597) 甚至将其与朱熹并称: “夫儒者于三礼代有订正, 其最著者莫如紫阳

夫子与近代湛元明氏。”③ 稍晚产生的 “三礼” 新说很大程度上就受到湛氏 “二礼” 说的

启发。

方献夫 (1485—1544) 与湛若水同为广东人, 二人交往密切, 湛若水在 《二礼经传测》

初稿完成后曾寄给方献夫审阅。 湛若水在与方献夫的信中提到:

《二礼经传测》, 予自读礼时得其意, 自大祥后已执笔。 今二年, 仅脱稿, 其成之之

难也。 此稿且未欲出示人, 冀后有进, 逐年窜改, 至六十七十出之未晚也。 承吾弟索观,

念与吾弟一家一体, 故不自外, 然亦欲可否以改也。④

可见, 湛若水成书后本不欲示人, 但因方献夫索观, 故寄给他一本, 请他提出修改意见。 不

久, 湛若水得到了方献夫的回音, 湛氏又一书信云: “偶阅前札, 观 《二礼测》 所谓斟酌次第

者, 必有其说, 可开发否? 望并 《中庸测》 批示付去手也。”⑤ 不过, 方献夫似乎不同意湛若

水的二礼说, 湛氏与其书云:

三礼之论, 窃恐未然, 不肖所据信者, 惟孔子、 子思三千三百之言耳。 若如吾弟以谓

《周礼》 为大纲, 《曲礼》 《仪礼》 为节目, 则二子者胡为每每对举言之, 计其一定之数若

合符节而不他及也耶? 且 《周礼》 六篇之首, 皆有惟王建国, 辨方正位, 体国经野, 设

官分职等语, 可见其为治天下之法, 而古直谓之周官也。 至其中疑为后儒所添入者, 如卜

梦之事甚无谓, 亦有大琐碎者, 皆可疑也。 其书孔孟之时皆未之见, 而 《孟子》 班爵乃

亦本之 《王制》 耳。 幸更详之。⑥

由此可见, 方献夫持 “三礼” 之说, 认为三礼指 《周礼》 《曲礼》 《仪礼》, 其中 《周礼》 是

大纲, 《曲礼》 《仪礼》 是节目。 但湛若水认为 《周礼》 不属礼, 而是 “治天下之法”, 且其

来源颇为可疑。 不过, 方献夫后来似乎又接受了湛若水的 “二礼” 说, 并撰写了 《二礼会通》

一书, 该书已佚, 其序收在方氏文集 《西樵遗稿》 卷六。⑦ 在序中, 方氏引用 《礼运》 (当为

《礼器》 ) 《中庸》 之说以证 《仪礼》 即经礼、 《曲礼》 即威仪, 二者合称 “二礼”, 并云:

“经者, 《仪礼》 十七篇、 《曲礼》 上下篇皆经文也。 传者, 《冠义》 以下二十五篇皆记文也。”

与湛若水观点大致相同。 通过此序可见, 方氏似乎放弃了其 “三礼” 说, 而改从湛若水的

“二礼” 说, 但无论如何, 他将 《曲礼》 当作礼经独立的一部分, 则与湛若水是一致的。

综上可知, 明初由 《三礼考注》 发端, 正式将 《曲礼》 从 《礼记》 中独立出来。 嘉靖时,

湛若水、 方献夫等人又倡 《仪礼》 《曲礼》 “二礼” 说, 虽然将 《周礼》 排除出礼书之外,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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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业明 《湛若水年谱》 嘉靖十五年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 第 221 页。
柯尚迁 《曲礼全经类释》 卷首 《曲礼全经类释序》,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刊本, 第 3b 叶。
唐伯元 《礼编自序》, 载朱彝尊撰, 林庆彰等点校 《经义考新校》 卷一百六十六,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 第 3050页。
湛若水 《湛甘泉先生文集》 卷七 《病中与方西樵》,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 56 册, 第 576 页。
湛若水 《甘泉先生文集外编》 卷七 《先简西樵》,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五年刻本, 第 13b 叶。
湛若水 《湛甘泉先生文集》 卷七 《再复方西樵》,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 56 册, 第 561 页。
方献夫 《西樵遗稿》 卷六 《刻二礼会通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 59 册, 第 117—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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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 《曲礼》 独立性的特别强调, 进一步巩固了 《曲礼》 的地位, 为 “三礼” 新说的正式

登场创造了条件。

三、明代“三礼”新说的登场

受 《三礼考注》 及湛若水 “二礼” 说的影响, 《曲礼》 地位逐渐凸显, 从明嘉靖中期开

始, 否定旧的 “三礼”, 以 《周礼》 《仪礼》 《曲礼》 为新的 “三礼” 并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对

礼经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的 “三礼” 新说正式登场, 以李经纶 《礼经类编》、 柯尚迁 《三礼全经

释原》、 邓元锡 《三礼编绎》 三家学说为代表。

（一）李经纶《礼经类编》

李经纶 (1507—1557), 字大经, 江西南丰人, 正、 嘉间诸生, 代表作为 《礼经类编》 三十

卷。 此书今有清抄本, 影印收入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8 册, 卷首有嘉靖辛丑 (二十

年, 1541) 自序。 该书认为礼有三种, 即经礼、 曲礼、 制度之礼, 三礼功用各有不同: “曰经礼

也, 所以接神人; 曰曲礼也, 所以正言行; 曰制度之礼也, 所以治名物。”① 经礼即各种大型的

礼仪活动, 而以通人神的祭祀之礼为代表; 曲礼是规范日常言行的礼节, 涉及日常人伦关系的处

理、 个人操守的坚持等, 即所谓 “动止服食之间有所撙节”, “彝伦爱敬之施一折成文”, “爱憎

取予进退死生之从道者”②; 制度之礼分辨官职、 名分, 即 “立政裁物, 定法以为天下守命”③。

由此可见, 李经纶所谓经礼、 曲礼、 制度之礼, 实际上就是指仪礼、 曲礼、 周礼。

关于三礼关系, 李经纶认为经礼、 曲礼是一类, 制度之礼是一类, 他说: “夫子曰制度在

礼, 文为在礼, 文为者经、 曲礼也。 子思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 礼者文为也, 礼与度明有分

辨; 又曰大哉圣人之道, 洋洋乎发育万物, 峻极于天, 盖言圣人裁成辅相之道如是, 以制度言

也。 礼仪三百, 言经礼也, 威仪三千, 言曲礼也。 是三礼之义也。”④ 经礼、 曲礼是体现在外

表的文为之礼, 而制度之礼则是圣人治理天下 “裁成辅相” 的方略。 在施教次序上, 应先曲

礼, 次经礼, 最后是制度: “大学教人之道, 曲礼先焉, 其小者理之近而大者理之本也。 经礼

次之, 理之文也。 制度为后, 礼之施也。”⑤ 李经纶还批评了前人将制度之礼排除出礼学范畴

的观点: “盖但闻夫子言经曲, 而不闻夫子言制度, 非所谓触类通达者矣。”⑥ 曲礼与经礼也有

区分, 朱子将曲礼理解为仪礼的具体仪节, 李经纶认为并非如此, 曲礼是独立于仪礼的: “今

以经礼考之, 一礼之中, 节目可以数百计, 穷兹三百之节目, 恐不止于三千而已, 并益以人伦

事物一节之曲礼, 不知几倍乎三千也。 三百三千不相为纲目也可知。”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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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纶 《礼经类编》 卷十八,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8册, 第 256页。 “所以正言行” 原作 “所有正言行”, 据文义改。
李经纶 《礼经类编》 卷首自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8 册, 第 10 页。
李经纶 《礼经类编》 卷首自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8 册, 第 10 页。
李经纶 《礼经类编》 卷十八,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8 册, 第 256 页。
李经纶 《礼经类编》 卷十八,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8 册, 第 256 页。
李经纶 《礼经类编》 卷十八,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8 册, 第 256 页。 按李氏这一说法可能是针对湛若水的二礼说。
李经纶 《礼经类编》 卷二,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8 册, 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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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纶基于对三礼的学理分疏, 对传世礼经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编。 其基本框架是以曲礼、

经礼、 制度之礼为主体, 同时进行 “穿靴戴帽”, 以 《大学》 冠其首, 名为 “礼冒之经”, 李

氏认为 《大学》 是礼学的总纲, “三礼散出, 所以充 《大学》 之规模”①; 又以 《中庸》 殿其

后, 名为 “礼藉之经”, 所谓藉是承重、 收尾的意思, 认为 《中庸》 代表了礼学 “博而约之,

固所以为承藉也”, 《中庸》 “穷三礼之理, 而尽性至命达一贯之妙”②, 故作为礼藉之经。 在

曲礼部分, 他认同湛若水将 《少仪》 纳入 《曲礼》 的做法, 但认为这样仍然不够: “世有进

《少仪》 参 《曲礼》 为上经者, 似有见乎 《曲礼》 矣, 而遗乎 《内则》 《玉藻》, 何莫非 《曲

礼》 耶?”③ 因此, 他对 《曲礼》 进行了大量增补, 重辑为 《曲通》 《幼仪》 等十二篇, 且分

正经、 别经、 逸经、 传四个层次。 经礼部分, 打破了 《仪礼》 旧本的次序, 而以吉凶宾军嘉

五礼为框架, 其中各部分又分经、 变礼、 曲礼、 制礼、 传等层次。 制度之礼亦分经传, 经除了

《周礼》 六官之外, 又增加了 《王制》 《月令》 《学政》 《族政》 等篇, 传则采 《学记》 《乐

记》 等为之。 “三礼” 之后, 又附 “三礼通传”, 通论 “三礼” 之义, 主要是来自二戴礼的

《礼器》 《礼运》 等篇。 最后, 在 《中庸》 之后的全书末尾, 又将 《礼记》 文本中他认为有瑕

疵或重复而未收入 “三礼” 中的内容汇总到一起, 称为外记, “外记者, 言之未尽中而不可为

天下后世法者也, 是故推而远之, 列诸外”, 作为全书的最后一卷。 为方便观览, 现将李经纶

对礼经的整理情况列表于下:

表四　李经纶《礼经类编》架构表

类别 内容

礼冒之经 《大学》

曲礼 《曲通》 《幼仪》 等十二篇, 分正经、 别经、 逸经、 传四层

经礼 分吉凶宾军嘉五部分, 各部分又分经、 变礼、 曲礼、 制礼、 传五层

制度之礼
分经传两部分, 经除了 《周礼》 六官外又益以 《王制》 《月令》 等, 传有
《学记》 《乐记》 等

三礼通传 《礼缘》 《礼器》 《礼运》 等十一篇

礼藉之经 《中庸》

外记 《明堂位》 《儒行》 等

李经纶的 《礼经类编》 对湛若水二礼说进行了改造, 将制度之礼重新纳入 “三礼” 中,

并丰富了曲礼的内容, 建构了较为完善系统的新 “三礼” 学体系, 是明代明确标举 “三礼”

新说的最早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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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经纶 《礼经类编》 卷一,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8 册, 第 12 页。
李经纶 《礼经类编》 卷二十九,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8 册, 第 492 页。
李经纶 《礼经类编》 卷首自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8 册, 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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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柯尚迁《三礼全经释原》

柯尚迁, 字乔可, 福建长乐人, 生活于嘉靖至万历时, 代表作是 《三礼全经释原》, 分

《周礼》 《仪礼》 《曲礼》 三部分, 但成书时间跨度较大, 最早成书的是 《周礼全经释原》 十

四卷, 成于嘉靖二十四年 (1545)①, 后收入 《四库全书》。 《曲礼全经类释》 卷首自序署隆庆

辛未 (1571), 赵锦元序署万历己卯 (1579), 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有藏本。 《仪礼》 部分已

亡, 不详何时完成, 但据其 《曲礼全经类释》 序云: “迁既考定 《周礼》 《仪礼》, 以成全经,

敬以 《戴记》 五篇正经所存, 类成 《曲礼》。”② 可知 《仪礼》 部分成于 《周礼》 之后, 《曲

礼》 之前。 由于 《曲礼》 最后完成, 故 《三礼全经总序》 保留在 《曲礼》 卷首, 该序末署隆

庆壬申 (1572), 柯氏在 《曲礼》 自序中说: “尚迁遵表章之弘谟, 类成全经, 配 《周》 《仪》

为三礼。”③ 至此, 其新 “三礼” 学体系才正式完成。

柯尚迁认为, “三礼” 指的是 《周礼》 《仪礼》 和 《曲礼》, 它们都是周公垂教后世之书,

“皆周公之所笔削, 兼三王之旧章, 立无穷之政教者也”, 但各有不同的适用范围:

《周礼》 者, 弥纶天地之道, 裁制万物之宜, 以经理天下者欤? 《仪礼》 者, 制节人

道之大, 使得其序, 秩理幽明之故, 使得其和者欤。 《曲礼》 者, 又于彝伦日用之常, 立

其当然之则, 使人循行而不可须臾失焉者也。 斯三礼者, 皆于物我同体之中, 辨其异以合

于同, 制其违以达于顺, 使事事物物皆归吾仁, 则文武虽亡而道存矣, 此周公之心也。④

在 “三礼” 中, 《周礼》 地位最高, 它通过安排、 规制天地万物来治理天下; 《仪礼》 制定关

于人道大节的礼数; 《曲礼》 为日用伦常建立一套行为规范。 “三礼” 的目的都是分辨人事异

同, 从而由异以达于同, 实现天地、 万物、 人事等各方面的和谐顺遂。 在 “三礼” 中, 柯氏

认为 《周礼》 《仪礼》 关注大的方面, 所以都是经礼: “愚谓经礼者, 《周礼》 《仪礼》 是也,

言三百, 举大数也, 《周礼》 定天下之纪纲, 《仪礼》 举天下之大礼, 故皆谓之经礼。”⑤ 但也

正因为它们都关注大的方面, 而忽略了日常生活中细小的行为规范, 所以就需要 《曲礼》 来

弥补。 柯氏非常重视 《曲礼》 的作用, 他说: “夫 《周礼》 者, 制天下之大经, 固为诸礼之纲

纪; 《仪礼》 者, 举人间之大事, 然行之有时, 使不制为 《曲礼》, 立天则以经伦物, 则人自

少至老所履卑近忽微之处有差, 实关天道性命之本, 伦常纲要所在或悖, 家国天下倾败, 恒必

由之。”⑥ 认为 《周礼》 是诸礼之纲纪, 而 《仪礼》 只涉及重要的礼仪活动, 有固定的举行时

间和地点, 只有 《曲礼》 关乎日用伦常, 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甚至关乎天下国家的兴

亡。 所以, 柯氏认为 《曲礼》 相当于小学, 而 《周礼》 《仪礼》 则相当于大学, “不尽乎小学

中庸之精微之功, 则大学之施无本”。

柯尚迁对 “三礼” 文本的整理, 《周礼》 大致以原经文为本进行疏解, 并取遂人以下地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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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尚迁 《周礼全经释原》 卷首自序,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96 册, 第 486 页。
柯尚迁 《曲礼全经类释》 卷首 《曲礼全经类释序》, 第 4b 叶。
柯尚迁 《曲礼全经类释》 卷首 《曲礼全经类释序》, 第 5b 叶。
柯尚迁 《曲礼全经类释》 卷首 《三礼全经总序》, 第 2b—3a 叶。
柯尚迁 《曲礼全经类释》 卷一, 第 1 叶。
柯尚迁 《曲礼全经类释》 卷首 《曲礼全经类释序》, 第 1 叶。



49   

事分为冬官。 《仪礼》 则重新划分为家、 乡、 邦国、 王朝四部分, 但 《仪礼》 十七篇仅有前三部

分的内容, 而缺王朝礼, 于是 “以宗伯五礼为纲, 取诸官联职行五礼之事者定其大纲, 附以记

传, 补吉凶军宾嘉之礼”①, 对王朝礼进行了增补。 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对 《曲礼》 文本的重建。

柯氏认为 《礼记》 中的 《曲礼》 《内则》 《少仪》 《玉藻》 《文王世子》 五篇都是 《曲礼》 之经,

“古经之幸存者此五篇而已”②, 但这五篇内容混杂, 且远远不能涵盖曲礼的所有内涵, 于是他根

据由自身及他人, 由内及外, 由家及国的逻辑顺序, 各立主题, 重辑 《曲礼》 为十二卷, 即敬身

礼、 内则上、 内则下、 少仪上、 少仪下、 通礼上、 通礼下、 仕礼、 朝礼、 宗礼、 学礼上、 学礼

下, 各卷之下又各分若干篇, 都是根据该卷主题重新辑录而成。 《曲礼》 之末又附三卷, 是关于

六艺尤其是书、 数的内容。 三礼都各分经与传记, 只是 《仪礼》 《曲礼》 的传记直接附在相关的

经文之下, 而 《周礼》 则二者分开: “全经既备, 其有古人传述以翊经文之不及者, 则谓之记;

后贤发明其理者, 则谓之传。 《仪礼》 《曲礼》 传记必随经文之后, 义相联也。 《周礼》 则纯备古

经, 法不杂也。”③ “三礼” 正文既成, 柯氏又对 《礼记》 剩余篇章进行了分配, “取 《礼记》 中

《王制》 《月令》 《明堂位》, 《内则》 中珍馔记外, 取逸 《司马法》 《考工记》 为 《周礼》 内记; 取

《仲尼燕居》 《哀公问》 《孔子闲居》 《礼运》 《礼器》 《乐记》 为 《仪礼》 通传; 取 《表记》 《坊

记》 《缁衣》 《儒行》 为 《曲礼》 通传; 自此之外, 戴记所存尽附 《仪礼》, 从朱子之意也”。④

表五　柯尚迁《三礼全经释原》架构表

总类 分类 内容

周礼
正文 《周礼》 五官, 并取遂人以下地官之事分为冬官

内记 《礼记》 中 《王制》 等篇, 及 《司马法》 《考工记》

仪礼

正文
分家、 乡、 邦国、 王朝四部分, 以 《仪礼》 经文为主, 王朝部分系新辑。 篇
内分经、 传记

通传 《礼记》 中 《仲尼燕居》 等篇

其它 《礼记》 剩余篇章尽附于此

曲礼
正文 按由内及外的顺序重辑为十二篇, 篇内分经、 传记

通传 《礼记》 中 《表记》 等篇

柯尚迁 “三礼” 新说的形成比李经纶略晚, 但酝酿三十余年, 其特色是将 “三礼” 分纂

为独立的三部书, 各部分都严分经传, 尤其是高度重视 《曲礼》, 按照由内到外的逻辑顺序进

行了系统的重编, 自称 “欲成古圣王淑世大经, 不可废之正礼也”。⑤

明代 “三礼” 新说考论

①
②
③
④

⑤

柯尚迁 《曲礼全经类释》 卷首 《曲礼全经类释序》, 第 2a 叶。
柯尚迁 《曲礼全经类释》 卷首 《曲礼全经类释序》, 第 4a 叶。
柯尚迁 《曲礼全经类释》 卷首 《三礼全经总序》, 第 6a 叶。
柯尚迁 《曲礼全经类释》 卷首 《三礼全经总序》, 第 6a 叶。 不过, 此处所言的 《周礼》 内记及 《曲礼》 通传, 并不见于今
存的 《周礼全经释原》 及 《曲礼全经类释》。
柯尚迁 《曲礼全经类释》 卷首 《曲礼全经附传凡例》, 第 1b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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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邓元锡《三礼编绎》

邓元锡 (1529—1593), 字汝极, 号潜谷, 江西新城人, 江右王门代表人物, 著有 《三礼

编绎》 《五经绎》 等。 《三礼编绎》 二十六卷, 完成于万历元年 (1573), 《五经绎》 中的 “三

礼” 部分则是摘录 《三礼编绎》 而成。 《三礼编绎》 的撰写受到李经纶的影响, 其在卷首序中

即首称 “余闻之李大经” 云云。 在此书中, 邓元锡首先为 “三礼” 正名, 认为 “三礼本古

《曲礼》 《仪礼》 《周礼》 而名……今世所传 《周礼》 《仪礼》 《礼记》 称三礼, 则相沿误

也”①。 所谓曲礼, 邓氏认为指的是 “自内心外貌思虑视听食饮裳衣之有其节, 若语默进退取

舍生死之有其介, 与凡亲疏贵贱交际事使之有其体, 各各品节之以立教”②, 所以, 曲礼是从

几微处着手, 与每一个人的生命、 生活息息相关, 故是 “教之本也”。 仪礼则是 “先王以训齐

天下, 经人义之大端也”, 如冠礼是 “重成人”, 婚礼是 “合二姓” 等等, 仪礼的特征是 “其

行有时, 其用有地, 比时豫物”。 周礼则是法天行以论官, 是治之要。 邓氏认为 “三礼” 都是

周公所制, 是 “明天道察民故以兴王治之大顺也”, 具体来说, “周礼制而仪、 曲有官, 仪礼

制而人义有纪, 曲礼制而人道有理”, 三礼都是王治天下不可或缺的方面, 故 “周礼亡而朝无

官仪, 仪礼亡而国有失俗, 曲礼亡而人道或几乎息矣”。

邓氏认为 “三礼” 文本亡阙十分严重, 需要进行重编。 他把 《曲礼》 分为上下篇, 内容

主要来自 《曲礼》 《少仪》 《内则》 《玉藻》 等篇, 上下篇区分依据是是否可行: “敦本实, 致

微眇, 约身理家, 可服存者为 《曲礼经》 上篇, 其非日用习行, 若古今异宜难施行者为下

篇。”③ 另有一篇记, 主要取自 《表记》 《坊记》 《缁衣》 等。 《仪礼》 经文十七篇, 传、 记大

多抄自二戴记中相关的内容, 并附到各篇经文之后。 《周礼》 即现存 《周礼》 文本。 “三礼”

之后, 邓氏又汇集大小戴记其余诸篇以及其他书籍中有关礼者, 作为 “三礼” 之通论, 亦称

“礼记”, 篇幅达十一卷之多, 占全书三分之一强。

表六　邓元锡《三礼编绎》架构表

总类 分类 内容

曲礼
经 上下篇, 采自 《曲礼》 《少仪》 《内则》 《玉藻》 等

记 一篇, 采 《表记》 《坊记》 《缁衣》 精语为之

仪礼
经 《仪礼》 十七篇

传记 包括 《仪礼》 原文中的记, 及二戴记中相关内容, 各附经中

周礼 《周礼》 五官, 阙 《冬官》

礼记 重编大小戴记、 《考工记》, 以及 《孝经》 《家语》 等有关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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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元锡 《三礼编绎》 卷首自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6 册, 第 642 页。
邓元锡 《三礼编绎》 卷首自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6 册, 第 642 页。 此下至本段末引文均见自序。
邓元锡 《三礼编绎》 卷首自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6 册, 第 6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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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李经纶、 柯尚迁、 邓元锡三家学说集中出现于嘉靖中期至万历初, 虽然在文本内容上

有很大差异, 但同样作为以周礼、 仪礼、 曲礼为基本内容的 “三礼” 新说, 也具有更多的共

同点。 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他们普遍认为, 《礼记》 内容庞杂, 其身份只是传记, 而

不能与 《周礼》 《仪礼》 并称 “三礼”, 真正足以并称的是 《曲礼》。 他们又从礼学起源和架

构的角度, 认为 “三礼” 是治理天下的法教体系, 各有分工, 曲礼关注日用伦常, 仪礼注重

人道大端, 周礼则以论官宰物为中心, 三者从微观、 中观到宏观, 层层递进, 形成一个逻辑严

密的礼学体系。 其次, 由于曲礼是新 “三礼” 说成立的关键, 也是 “三礼” 中最薄弱的环节,

要想使曲礼成为一个与周礼、 仪礼鼎足而三的礼学门类, 首先要有可以据信的文本, 而 《礼

记》 中的 《曲礼》 篇显然过于单薄, 因此他们一方面都高度强调曲礼的重要性, 认为曲礼是

施教之本, 与人伦日用关系最为密切, 另一方面都花费了很大工夫重新编纂 《曲礼》 文本,

虽然其所编纂的内容各不相同, 但大都将 《礼记》 中的 《少仪》 《玉藻》 等关于日用伦常的内

容纳入其中。 第三, 强烈的尊经意识, 他们在重编礼经文本时大都严格区分经与传记, 如柯尚

迁重编 《曲礼》 时就通过精细化阅读礼经文本, “逐句逐字寻求, 联续以成篇章, 如沙中拣

金, 可为经者片语不遗, 汉儒混集之中, 必分别此为经语、 此为记者之词、 此为传词”①。 又

如 《仪礼》 中的记文一般仅在句首标一 “记” 字, 与经并不特意分别, 而邓元锡 《三礼编绎》

则将其独立为一篇文章, 单标 “记” 字, 且云: “原附经后, 今别标以尊经。”② 这实际上是朱

子区分经传思路的延续。 第四, 对礼经文本的整理改编更为开放、 大胆, 宋元人对礼经的改

编, 虽然也大幅调整篇目、 结构等, 但基本上仍将旧本各篇作为一个文献单元, 而明人则全面

打破原篇, 重设主题, 重立篇名, 重新组织材料, 可以说是对礼经文献进行的更彻底、 更大规

模的重组, 充分体现了明人勇于突破旧说的创新精神。

四、明代“三礼”新说的影响及价值

明代的 “三礼” 新说发端于明初的 《三礼考注》, 明中期湛若水的 “二礼” 说在其基础上

继续强调 《曲礼》 的价值, 但却将 《周礼》 排除在外, 成为 “三礼” 新说成立过程中的一段

插曲。 从嘉靖中期开始 “三礼” 新说正式登场, 并相继产生三部有分量的代表作, 它们的广

泛流传使 “三礼” 新说产生很大影响, 成为晚明众多士人学者的共识。 著名文学家王世贞

(1526—1590) 说: “夫三礼, 《周礼》 也, 《仪礼》 也, 《曲礼》 也, 今废 《周礼》 《仪礼》 不

载, 而厕之以 《月令》 《檀弓》 《儒行》 诸篇, 抑何轻重失次也。”③ 李维桢 (1547—1626) 也

说: “古所云三礼, 《周礼》 《仪礼》 《曲礼》 耳, 今 《礼记》 杂 《月令》 《檀弓》 《儒行》 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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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尚迁 《曲礼全经类释》 卷首 《曲礼全经附传凡例》, 第 1b 叶。
邓元锡 《三礼编绎》 卷四,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经部第 106 册, 第 710 页。
王世贞 《读书后》 卷五 《读家语》, 《明别集丛刊》 第 3 辑第 39 册, 合肥: 黄山书社, 2016 年, 第 5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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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篇首强名曰 ‘曲礼’, 而废 《周礼》 《仪礼》 不讲, 甚无谓也。 《礼记》 于三礼为传不为

经。”① 晚明复社领袖张溥 (1602—1641) 云: “三礼之名本繇 《曲礼》 《仪礼》 《周礼》 而设,

而诸记不敢并者, 义也。 行之后世, 从乎 《周礼》 《仪礼》 而不能止, 从乎 《曲礼》 之二篇而

有所不可, 不得已而取戴氏之学以明礼之备。”② 可以说, 以 《周礼》 《仪礼》 《曲礼》 合称

“三礼” 在晚明时代已经成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话语。 但是, 由于明代学术的核心仍然是心性

之学, 经学和礼学本身较为衰微, 所以 “三礼” 新说对主流学术的影响比较有限, 也没有引

起经学体系的变革。

延及清代, 虽然三礼学走向复兴, 但其最主要成就体现在对古礼的考据方面, 《仪礼》 之

学成为礼学的大宗。 清代学者更加重视汉人的经说, 郑玄之学成为显学, 很多学者甚至不读唐

以后书, 更不要说明人经说了。③ 对于明代经学, 清人大多站在考据学的立场进行批评, 被编入

《四库全书》 的明人礼学书只有十一部, 且其中一部关于 《仪礼》 的书都没有, 而与 “三礼 “新

说有关的只有柯尚迁的 《周礼全经释原》, 而这部书最初创作时, 柯氏的 “三礼” 新说尚未形

成。 所以, 仅从 《四库全书》 的编选看, 完全是 “以清朝考证学的观点来对明代礼学的批判”④。

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 具有明显窜乱古经嫌疑的 “三礼” 新说诸书显然不可能引起清代学者

的好感和重视, “三礼” 新说之被摒弃就是很自然的结果了。

但是, 从礼学史和礼学现代传承的角度看, 明人的 “三礼” 新说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和时代意义。 首先, “三礼” 新说对礼的分类和重构值得重视。 礼的内涵非常丰富, 历代有很

多种分类方法, 如从礼经角度分为 《周礼》 《仪礼》 《礼记》 “三礼”, 从礼制角度分为吉、

凶、 军、 宾、 嘉 “五礼”, 宋代以降又有将冠昏丧祭合称 “四礼” 之说。 但这些分类要么较为

含混, 要么并不全面, 难以概括礼学的全貌。 旧的 “三礼” 说只是从经学文本角度的分类,

“三” 字仅指物质上的三部经书, 而不代表思想和义理架构, 对于我们理解礼的内涵并无太大

帮助; 五礼说只涵盖了一些较为重大的, 尤其是与国家军政有关的典礼, 而对于日常行为的曲

礼则没有包括。 四礼说只突出了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冠昏丧祭四种礼仪。 明人将 “三礼”

重新解释为周礼、 仪礼、 曲礼, 并作为礼学的三个主要分支, 即国家设官分职、 重大仪礼活

动、 日用伦常之礼三个礼学面向, 所以它们可以不必像传统 “三礼” 那样加书名号。 这个区

分层次清晰, 脉络分明, 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礼的内涵的认识。 尤其关于仪礼和曲礼的区分, 揭

示了一个重要的礼学问题。 礼的本义, 据 《说文》 的解释, 是指一种 “事神致福” 的祭祀活

动, 后来进一步扩展到丧礼、 婚礼、 冠礼乃至封禅等典礼, 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礼仪活动。 但

后来礼又发展出一种规范的含义, 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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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 卷七 《五经翼序》,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 150 册, 第 435 页。 按李氏说辞与王世贞语相似, 或
承袭之。
张溥 《七录斋诗文合集》 存稿卷一 《礼质序》, 《续修四库全书》 第 1387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第 410 页。
关于清代三礼学研究的概况和特色, 可参潘斌 《清人经典诠释的取向及特色———以 “三礼” 诠释为中心的考察》, 《社会科学
研究》 2020 年第 2 期。
小岛毅 《明代礼学的特点》, 张文朝译, 载林庆彰、 蒋秋华主编 《明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中研院” 中国文哲
研究所, 1996 年, 第 4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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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 这种行为规范不以隆重的礼仪活动为载体, 而是体现在对日常人伦关系的处理中, 如

君臣、 父子、 夫妇、 朋友之间。 这就形成了两种礼, 一种是作为礼仪活动的礼, 一种是作为行

为规范的礼。 那么, 礼是如何由非日常的礼仪活动演变为日常活动规范的, 就成为礼学史上的

一个重要课题。 对此李泽厚先生曾提出过自己的解释, 并因此建立了 “巫史传统” 之说。 李

先生认为, 原始的礼主要是一种巫的活动, 由此类活动中的烦琐礼节规范, 进而演化为整套社

会行为规范。 他说: “由各原始人群都曾有过的巫术活动, 结合、 统领、 规划从饮食、 婚姻等

开始的生活习俗, 转换性地创造出一整套社会秩序体系和日常生活规范的礼仪制度。”① 如果

说前一种所谓的 “巫术” 之礼对应仪礼, 后一种日常生活规范之礼就对应于曲礼。 两种礼的

区分, 无论是从礼的起源还是社会应用角度,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 “三礼” 新说对曲礼的强调, 是礼学史上的重要创见, 它认为曲礼的本质就是人伦

之礼, 是处理日常人伦关系所必不可少的行为规范, 相对于距离日常生活较远的周礼、 仪礼,

它关系到每个人的一言一行, 因此实用性更强, 与生活更加贴近, 教化功能也更重要。 所以,

“三礼” 新说对曲礼的强调, 从某种角度看代表了礼学教化精神的复兴和重建, 它与晚明时期

心学的流行, 礼法秩序的破坏, 以及觉民行道思想的开展等都有密切关系。

最后, “三礼” 新说是宋代以来 “三礼” 文本改编工作的延续和创造性发展, 它对传统

“三礼” 文本的积弊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理, 无论是思想的创新性、 结构的合理性还是文本的

精细化程度, 都超过了宋元时代的朱子、 吴澄等, 使 “三礼” 文本的改编达到了更高水平。

尤其是 “三礼” 新说对 《曲礼》 文本的重建很值得关注, 构建了多种体系完善、 内容丰富的

《曲礼》 文本, 如李经纶、 柯尚迁所编的 《曲礼》 都达到了十二篇之多, 将古经中与日用伦常

有关的礼节内容全部搜罗在一起。 通过这些重构的 《曲礼》 文本, 可以更清楚、 系统地了解

古代的日常之礼和人伦关系, 有些甚至今天也可以直接拿来讲读、 学习和实践, 可以说, 明人

对 《曲礼》 文本的重编是对中国传统礼学的重要贡献。

总而言之, 明人的 “三礼” 新说既是礼学文献整理的新成果, 也是礼学思想发展的新成

果, 对于今天研究和弘扬传统礼学仍具有很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值得我们重视和作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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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泽厚 《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年, 第 40 页。


